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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问 题 还 是 农 民 问 题 ?

贺雪峰

摘 要: 三农政策的重心只能是农民问题而不应当是单纯的农业问题。“以代际分

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是支撑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这一模式不仅降

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而且为缺少进城务工就业能力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农业收入和

农业就业，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返乡的保障，为中国最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失败的

最为庞大的群体提供了底线生存条件，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由于

研究者经常混淆农户与大生产的对接和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两概念，因此当前三农政策

被似是而非地表述为: 引导农户走向市场、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以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既

然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民问题而非农业问题，那么三农政策的重点就一定不是所谓扶

持农业龙头企业以及所谓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而是集中于公共服务体系、农业技术服务

体系、村社组织的建设，保持稳定的小农经济、弹性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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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与发展战略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步入到中等收入国家

行列，目前正处在由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由低端加工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过渡的关键时

期，处在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由一个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的关键时期。
中等收入阶段，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历史来看，自 20 世纪以来，从世界体

系边缘国家成功进入到体系中心的国家几乎没有。发达国家集团一如 20 世纪之初，集中为欧美

日国家，一百多年未有变化。其中值得一提也为发展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是 “亚洲四小龙”
的崛起，此外再鲜有成功者。“亚洲四小龙”是在冷战的特定背景下面发展起来的，且总体来讲

体量都很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只有数百万人，中国台湾地区只有 2000 万人，最大的韩国也才

5000 万人口。“四小龙”加起来才 8000 多万人口，只有目前中国大陆地区人口的 1 /15。这个意

义上讲，当前的世界格局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定型，基本上没有一个大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快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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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来改变这个世界经济基本结构或格局。一般发展中国家要么经济缺少发展，仍然处在低收入

阶段，要么经历一定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即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发展停滞了。
当前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是中国的发展或崛起。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由

一个低收入国家成功地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若中国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

列，则近代以来的世界基本格局将为之大变。这将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问题是，中国能否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才能跃入到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中去?

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面向，一是国际，二是国内。从国际上看，或从世界体系角度来看，世

界体系中心国家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经济处在体系中心位置，产业集中在高附加值部分，从而

形成了一个中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危机与输出负担，而从边缘国家吸取资源和输入利益的结

构。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要进入中心，就要打破这样一个国际既得利益结构，就必然会有重重冲

突。从国内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长潜力耗尽，而国内各个阶层和阶级既得利益结构又已

成型，所有人都不能忍受利益的损失，可供分配的利益却没有增加，各个阶层与阶级之间的硬碰

硬的斗争就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甚至政治动荡，“发展导致不稳定”的铁律因此起作用。这在 20
世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出现的政治不稳定中可见一斑。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向世界体系中心跃进时，必

与体系中心国家的既得利益结构发生直接冲撞，这种冲撞会反过来对中等收入国家内部结构产生

影响，其中一个方面是一直享受经济成长并形成利益预期的国内各阶层无法面对冲撞的代价，国

际上的突围困境通过经济周期等形式变成国内阶层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以激烈方式表达

出来 ( 甚至通过政治失序来表现) ，变成国内危机。国内危机削弱了国家突破既有世界体系既得

利益结构的能力，从而止步于中等收入国家。
当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关键且微妙时期，其中核心是中国在国际经济

贸易中能否进入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上去，从而改变目前对中国不利的基本经济结构和国际利益

格局。
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就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战略，一是中国能否将主要资源集中于

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不能将千辛万苦通过牺牲环境、资源和几代

人所获得不多的血汗钱浪费掉了，而应该集中到发展战略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从而使中国在国

际经济结构中成功地由低端加工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跃升。只有当中国主要经济结构进入全球

产业链的中高端，在国际经济结构中处在高附加值产业的位置，中国才可以真正进入世界体系中

心，才能够说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反过来说就是，当前国内关于民生、环境、
就业、经济增长的讨论，大都是无的放矢。中国必须实现国家战略，其中核心就是发展高新科

技、进行产业升级。第二个战略是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国内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保持中国社会

结构的弹性，保持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其中包括中国具有应对经济周期以及各种外来冲击的国

内稳定的能力。
如何实施这样两个国家战略? 笔者曾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提出 “三轮驱动”的

中国现代化战略构想，未来 30 年是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跃入发达国家的关键时期，中

国必须同时在三个方面用力，首先是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这个产业升级的关

键是可以在国际高附加值产业中占有位置。这是根本。①

中国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其中可以集中的资源来自何处? 在当前中国乃至

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主要资源只可能来自出口导向型的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集中在低附

加值的产业，可以说是主要靠中国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资源的代价所获得，甚至是血汗工厂

所获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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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东方出版社 2014 年版，第五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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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靠这个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靠这个“世界工厂”。
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以突破世界既有经济格局，不可能立即从高新技术中获得回报，而需要

大量的前期投入，这个前期投入只可能来自出口导向加工制造业所形成的积累。在未来 30 年，

中国必须在加工制造业上保持国际竞争力，从而可以获得实现发展高新技术国家战略所必须的资

源条件。
中国加工制造业能否继续有国际竞争力，既与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有关，又与中国的比较

优势有关。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通过出口导向的 “中国制造”取得快速经济发展，是

因为中国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一是高素质且廉价的劳动力; 二是土地制度

上的优势，土地制度上的优势，核心是中国土地制度基本上清除了土地食利者; 三是中国高效的

行政法治体系，稳定的政治社会格局。
随着中国由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制造”中的廉价劳动力已开始不再廉价，

尤其是相对于“印度制造”、“越南制造”，中国劳动力价格已远远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但是，

当前“中国制造”仍然有三大优势: 一是基础设施良好，二是已经形成 “中国制造”产业集群

链，这个产业集群链有助于降低 “中国制造”的成本，三是继续高效的中国行政法治体系。其

中，良好基础设施又与中国土地制度有关，因为中国土地制度可以做到涨价归公，地方政府可以

通过土地出让金而来的土地财政建设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做到“地利共享”。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对 “中国制造”的负面影响被中国良好基础设施和产

业集群体系的正面影响所抵消，“中国制造”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保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

争力，是中国获得实现国家战略资源的关键。
当然，保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一个前提是劳动力价格不能涨到 “中国制造”难以消化的地

步。当前“中国制造”的劳动力价格之所以还不是太高，是由中国特殊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决

定的。具体地说就是，当前中国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实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

且正是“半工半耕”为进城失败农民工提供了返乡退路。①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

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的模式，使进城农民工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劳动报酬而仍然

可以体面地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若没有农村的“半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全家进城，他们要

在城市生活，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工资收入，若年老不能返乡，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

保障。正是“半工半耕”极大地缓解了 “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压力，从而使 “中国制造”
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

这个意义上，“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是支撑“中国制造”的一个关键性制度

安排，而“半工半耕”制度又是以老人农业和小农经济以及小农村社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这

个意义上讲，未来三十年小农经济仍然需要维系。同时，也正是小农经济的维系，使进城失败的

农民有退路，且遇到经济周期，农民工仍然可以返乡。农民工进城失败可以返乡是中国未出现大

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原因。小农经济不仅为中国保证了粮食安全，而且是中国保持社会结构弹性的

关键。正是小农经济为中国应对危机、保持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农

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也就是说，未来三十年，依靠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产业升级三轮驱动，中国才可以突破中

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三者之间，最基础同时认识误区也最大的是小农经济，因为当

前政策部门和学界都似乎正力图消灭小农经济。

二、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农村

在未来三十年，中国农村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崛起这一战略，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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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夏柱智《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人文杂志》2014 年第 7 期。



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贺雪峰: 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

极在城市，中国社会稳定器在农村，所有农村发展的考虑，其焦点都在于能否及如何服务于中国

现代化的大局。中国若能发展高新科技、实现产业升级，从而真正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农

村和农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否则，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本身仍是难解。
那么，农村和农业要解决什么问题? 或要为关键时期的中国现代化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大体来讲，在未来三十年，农村和农业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的功能。一是保证粮食安

全，让中国人能吃饱，最好还能吃好。农业生产粮食、养活中国人，这是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

最基本含义; 二是继续再生产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可以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中国制

造”提供比较优势; 三是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返乡退路。正是进城失败农民工可以返乡，

才降低了城市社会保障的压力，同时也可以避免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
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农村已经在以上三个方面为 “中国制造”从而为中国现代化

提供了巨大支持，这是中国可以有过去三十年快速而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之所以农村可以提供

以上三大支持，又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面形成的农村普遍存在的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

耕”家计模式或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紧密相关的。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之前隐藏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向二、三产业，从 “离

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到 “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经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

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劳动力留村务农。中国以 “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形成了中国特色“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体制。因为农业劳动力过剩，劳

多地少，在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以后，留村务农中老年劳动力仍然可以轻松种好田，农业产出尤其

是粮食产出并未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而降低，反而出现了粮食产量 “十一连增”。尤其

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中国农村地区都形成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 “半

工半耕”结构，农民家庭因此在并没有减少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增加了务工收入。农民家庭收入

增加，生活条件改善。
在一般农村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的同时，有一部分进城农民运

气比较好，很快在城市体面安居，全家进城了，他们不再耕种土地，他们的承包地就近流转给仍

然在村务农的亲朋好友，而农村总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进城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只

种自家承包地，面积太小、收入太少，而有流入农地的强烈需求，这样，全家进城不再种地的农

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留村务农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些留村务农青壮年劳动力因此可以扩大耕种面

积，甚至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这些留村务农的青壮年劳动力有较大经营规模，有副业收入，有其

他农村收入，在农村的消费又比较低，他们就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同时又可以保证

家庭生活的完整，这样一种经济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又因为

收入不低而且有良好精神面貌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我们称之为“中农”，这个 “中农”群体人

数不一定很多，可能仅占农村留守人口的 10% ～ 20%，但很重要。正是这个中农 + 留守老弱病

残群体，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基层治理结构①。
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和 “中农”群体，又是一

个可以再生产的动态结构。这个动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家庭中，随着时间的延续，年龄增长，留村务农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他们不仅

无法进城务工，而且务农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他们退出农业。在这些留守父母到了退出农业的

年龄 ( 70 岁左右) ，他们进城务工子女也已不再年轻，也有快 50 岁了，他们在城市务工机会越

来越少，最终进城失败，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而开始返乡。返乡是一个过程。经过几年时间，

他们终于回到自己家乡来接替父母务农。而这些已经年老子女的子女又已成长起来，开始进城务

工，或考取大学到城市正式工作。这样就实现了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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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讨论参见《人文杂志》2014 年第 7 期“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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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①。
第二，进城失败的农民，正因为父母仍然在农村务农，他们返乡务农就不仅有耕地，而且有

农业场所、农作工具、耕种技术等等，从而可以顺利返乡务农。已经全家进城的农民即使已经将

承包农地流转给亲戚朋友耕种，只要他们想种地，随时可以要回土地耕种。这样一来，农民就可

以在进城与返乡之间自由选择。当他们进城困难甚至失败而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时，随时可以返

乡。正是农民可以自由返乡，使中国城市没有形成大规模贫民窟。有人讲农民愿意进城而不愿返

乡，这个说法不全面。农民愿意进城是希望在城市体面安居，若农民进城只能落入到贫民窟，返

乡就是他们无比重要的权利。
第三，中农本身并不稳定，且中农收入来源是多元的，他们既流入土地以形成适度规模经

营，又从事副业、手工业，还当农业经纪人以获取收入，甚至依靠当村组干部的收入来补贴家

用。中农也可以进城务工，而只要农村有多元的收入机会，这些多元收入机会就可以留住仍然是

青壮年的农民在村庄以获取这些机会。
“半工半耕”的“半耕”之所以很重要，并不只是在于农民家庭要从 “半耕”中获取收入，

而是有着广泛得多的内容。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父母耕种自家承包地，“户均不过十亩”，他们

很难面向市场进行高价作物的种植，而一般只能种大宗农产品，因为大宗农产品所需农资和生产

产品都是标准化的，不存在购销问题，其生产技术也是常规化的成熟技术，不存在学习的困难。
种植大宗农产品风险低，生产技术简便，不存在与市场对接难题，当然也不可能获得很高收入。
不计劳动投入，一亩大田作物一年纯收入 1000 元，10 亩也就是 1 万元，这个收入可能只相当于

当前务工收入的 1 /3。
现在的问题是，中老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本身是缺少机会的，他们进到城市可能只是纯粹的

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而在农村种田可以有不高也不算低的种田收入。
除种田收入以外，在农村还多少可以有副业收入，而最为重要的是，农村有土地，有庭院，

从而可以自给自足，一般生活用品都可以自己生产而不用到市场上购买，且自己住自家房子不用

出房租。农村生活成本大大低于城市。
这样一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不仅有务工 + 务农的两笔收入，而且比全家

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要低得多，这就使这样一种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远较离开农村全家进城的劳动力

再生产模式更能让农民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尤其重要的是，在当前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面，农民种大田作物不存在技术、市场风险，机

械化的普及使得种田成为一件比较轻松包括中老年人也不难完成的工作。甚至有很多农村老年人

讲，种田是锻炼身体的一种好办法。是否锻炼身体不一定，但从事农业生产是一种收入以外的就

业，是证明自己仍然有价值的重要方式。没有就业，生活就没有意义。农业是随季节展开的，农

村中老年人种田，随季节展开的是他们的播种与收获、艰辛与希望。
除此以外，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是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进行的，这个熟人社会是自己

的，亲朋好友聚在附近，即使外出工作甚至进城安居了，村民仍然与村庄保持密切联系，年节要

回来，去世要安葬到村庄，要落叶归根、魂归故里。中老年农民在村庄从事农业，很容易获得熟

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撑，又有强烈的归属感、安全感。这与城市所产生的疏离、陌生、不安全是

正好相对的。这个意义上，农村的确是远比城市要好的养老之所。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在年轻进

城时已经经历过了，且这些都是别人的 ( 富人的) ，宁静的乡村正是自己不错的归处，是所有人

都不会认为不好的归处。
也就是说，过去数十年所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在未来 20—30 年还

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经济越发展，就有越多进城农民工具备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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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他们从此离开农村融入城市，他们甚至将留守农村的父母接到城市生活。同时，总有部分进

城失败农民还要返回农村，在农村生活。这个时候，保留农民返乡退路对他们很重要，对中国现

代化同样重要。一旦中国可以完成产业升级，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城市可以为绝大多数进城农

民工提供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即使少数农民工进城失败，国家也有办法提供让他们在城

市住得下来、生活得下去的社会保障。那个时候农民能否返乡就不重要了。
也就是说，维持目前农村 “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不仅可以维系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廉价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而且可以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退

路，从而为“中国制造”提供强大支持，且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经济周期及各种不稳定

提供强力保障。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农经济能否保证中国粮食安全，老人农业能否养活中国? 应该说，全

世界农业发展的经验都已证明，小农经济种粮食的产出能力高于和优于规模经营。中国在劳动力

大量外流情况下的粮食产量十一连增也是最好的证明。老人农业种粮食，精耕细作，亩产一定是

很高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更不是说农业就没有问题。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

三、种粮与种菜

当前对三农问题关注的焦点，除了粮食安全就是农民增收，而很少从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稳定

器与蓄水池的角度进行讨论。前面讨论试图说明，农村和农业问题只是中国现代化全局的一个侧

面，不能仅就农村和农业问题来讨论 “三农”。
从农民增收角度讨论农业发展问题是中国政策的主导方面。几乎所有中央 “三农”政策文

件中都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为了让农民增收，中央文件以及学界、媒体大体有三种主张，一

是调整产业结构，让农民种植高价的经济作物 ( 后面用“种菜”来代表) ，以增加农业收入。问

题是，决定农业产业结构的核心是需求而非生产。当前中国农村一轮一轮调结构，都是种什么亏

什么，原因是总体市场上的需求有限，数亿农民不可能从调结构中致富。二是扩大规模，认为农

民种田规模太小肯定富不起来，因此要推动土地向大户集中。国家因此出台政策支持所谓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三是所谓减少农民，让农民进城去。问题是，进城农民干什么? 尤其是在城市根本

就无就业优势的中老年农民进城干什么? 多数农民进城到了贫民窟，而少数留下来的农民就是富

裕起来了，这样能说问题解决了?

总体来讲，当前各方面都认为 “三农”存在问题，尤其是农业中存在问题，因此需要通过

政策来予调整。问题是，如果没有对三农问题包括农业问题的准确把握，政策调整可能会起负面

作用。一般性地说法，要改造中国小农经济，因为小农经济存在两个 “不适应”: 一是小农户与

大生产的矛盾，二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处处可以见到，尤其是当前

农民土地细碎且人地分离的情况下，农民经营规模小而田块又分散，机械下田不方便、灌溉不方

便、植保不方便、管理不方便甚至种植也不方便 ( 因为地块太小而无法独立耕种) ，这种小农户

与大生产的矛盾，使当前细碎分散的农地无法最有效地使用机械和其他农技农艺，并导致大量的

无效劳动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了农业效率。
第二个不适应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不适应。当前农民要靠农业增收致富，就必须为市场而生

产，而要为市场生产，小农户又缺少与市场打交道的能力，他们就至少要组织起来，通过合作

社、通过中介组织或通过龙头企业来与市场打交道，并响应市场的需要改造种植结构。市场变化

很快，农民生产农产品只有适销对路才能赚钱。尤其是保鲜性差无法储存的经济作物，市场价格

起落很大，赚大钱和亏血本都是正常的，这是市场本身的风险。
一般性地讲，小农户与大生产和大市场容易产生尖锐的矛盾，而如果小农组织起来形成一定

规模，就可以比较好地应对这个问题。组织起来的方式，最佳模式是小农户变成适度规模经营主

体，从而具备对接大生产和在市场经济中游泳的基本能力; 其次是小农户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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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生产与大市场，再就是通过龙头企业的中介。当然，若工商资本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而形成农

业企业，这样的农业企业就可能更有能力应对大生产与大市场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小农户与大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只是一般来说。更具体地看，小农户又

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可以简称为 “种粮户”，这些种粮户，其

所种粮食由国家保护价收购，所需要农资都是标准化产品，因此，种粮农户一般不存在与市场的

对接问题，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与大生产的矛盾; 还有一种农户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从而希望

虽然种植有风险的经济作物在市场上能够获取更大利润，这种的农户可以简称为 “种菜户”。经

济作物不耐储存，价格波动大，可能收益大，可能损失也大。正是其可能收益大，有的农户才会

冒险种经济作物，又正是因为可能亏本，一般农户出于避险的考虑，不愿种经济作物。这样，在

种粮农户与种菜农户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均衡，如果种菜总体来讲收益高于风险很多，就会有更多

粮农转而种菜，从而增加种菜的风险而降低其收益，若种菜有太大风险，之前种菜的农民就去种

粮，总之之间有一个均衡，其中的均衡点与农民风险意识及避险考虑有关。这是一个市场行为，

市场的均衡点。
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基本上不存在与市场的对接问题，他们关心关注的焦点是与大生产的对

接。即能否获得基本的农业生产服务的便利。这个问题后面再讲。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农户的核心

问题是如何与市场对接。如果农户的生产基地就在大中城市附近，或农户生产基地有比较完善的

市场，农户就可以比较方便地利用这个市场种经济作物来获益。这部分农民就比缺少市场优势的

农户更能获得较高收益。
离市场比较远的小农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因其信息成本比较高而风险更大。解决问题的办

法自然是农户组织起来，从而降低与市场对接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粮农几乎不可能组织起来，

而种经济作物的农户比较容易组织起来的原因。
种经济作物的农户组织起来生产经济作物甚至可能比具有地理优越位置的城郊农户更有市场

竞争力，其结果就是，组织起来农户生产的经济作物替代了离城市近的、具有地理区位优势的小

农户，而成为城市 ( 或市场) 经济作物的供给者。
无论是由城郊农户生产经济作物还是由组织起来农户生产经济作物，亦或由工商资本生产经

济作物，市场并不会由于供给增加而消费增加。即使经济作物生产者开发出新的品种从而开发出

新的市场需要，总体来讲，市场所消费经济作物总量在一个特定时期是相对恒定的 ( 虽然总量

是不断上升的，全国人民消费副食能力在增强) ，新开发出来的经济作物会替代旧经济作物的消

费。也就是说，新经济作物生产者的加入会对旧经济作物生产者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为什么自

1980 年代全国都在学习山东寿光调整农业结构种蔬菜但鲜有成功者的原因: 相对恒定的市场需

求决定了只可能有相对固定的供给。生产者越多，供过于求，就会降价亏本，就不得不有生产者

退出。从微观上看，调整产业结构、组织小农户对接市场可能是农户增收的手段，从宏观和全局

来看则是荒唐的。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户种经济作物，就同时将政府和农户置于风险

之中: 更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可能导致市场供过于求从而亏本，农户亏本后的必然反应是责怪政府

多事。有些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大包大揽及由此出现众多群体性事件的教训，至今

还鲜有人深刻总结。反过来，当前中国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相当完善了。一旦市场上有对经

济作物的需求，自然会有农户响应市场去生产，且一定会有农户跟随。时间稍长，市场上的供给

就会充分，甚至可能过剩，然后再自发调节。这是一个市场的自生秩序。
因为生产经济作物存在一个如何与市场对接的问题，这就使得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更有组织

起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可能使公司 + 农户更有生命力，也使大户经营乃至工商资本进入更有效

率。这些可能更有效率的规模经营就会对小农户产生挤出效应，小农户因为无能力获得市场信息

及不敢冒市场风险因此转而种粮。当然会有小农户尝试扩大经营规模而在经济作物种植上面一试

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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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作物市场总需求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面，政府指望通过指导农民来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加

收入，这在本质上是荒谬的，是不可能成功的。目前国家给了各种产业发展资金来支持农业龙头

公司，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从市场上看，这种支持是无效的，从利益分享上看，对被因此而挤

出去的农户来讲是不公平的。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以为，目前国家在农业投资上有些操之过急。
应该归市场去做的事情，就让市场去做好了。当有农户看准种植经济作物可以赚钱的机会，且认

为这个机会比进城务工更有好处时，他就成为了一个在市场上游泳的人，他可能成功，从而赚很

多钱，也可能失败。正是可能成功又可能失败的几率，决定了种经济作物的收益率与农户是种粮

还是打工还是种菜的选择可能性。这是一个均衡。
若我们不是关注种经济作物从而希望到市场上游泳的农户，而是关注粮食，情况则大为不

同。粮农生产的粮食，国家保护价收购，粮食作物是大宗农产品，价格稳定，种植粮食所需农资

几乎都是大宗的标准化产品，其市场易得性很高。甚至种粮技术也都是一般的成熟技术。因此，

粮农基本上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问题。
但今天以农村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粮农存在着与大生产相适应的难题。分田到户时，为了公

平，一般在村庄集体内将土地分成数等，每等土地按人均分，从而使本来就规模狭小的农户承包

土地分散为很多块，土地细碎化程度很高。更糟糕的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之前承包土地

的农户进城了，他们所承包的细碎土地转包给村庄内的亲朋邻里，流入土地的农户虽然耕种土地

的面积增加，但田块数量也更多了，田间管理和机械使用及灌溉等等也就更难了。据我们调查的

估计，若将农户经营土地小块并大块、连片经营，其农业投入成本可降低 1 /4，劳动投入可以减

少 1 /3，农业收入增加，经营农业的难度大大降低。如果农民经营耕地可以形成连片的适度规模

经营，可以方便使用机械及灌溉，由农村中老年人来种粮，种粮对体力要求就不是那么重要，而

田间管理方面，中老年农民都是高手，他们这些种自己田的农户，必精耕细作，必有最高的粮食

亩产。且对他们来讲，种田本来就是比较轻松的事情。
小结一下。农业 GDP 总量是有限的，这个 GDP 不决定于生产而决定于消费。全国人民消费

农产品的总量缓慢增长，在某个时点上是相对恒定的，且全国人民消费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权重

虽然也在缓慢变动，但在一个固定时点上也是相对恒定的。更多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供给不会增加

农产品的消费，但会降低农产品的价格，经济作物对市场的反应尤其强烈。国家为增加农民收

入，推动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改种粮为种经济作物，不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国家扶持龙头

企业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些工商资本会分享农业 GDP，从而减少了农户从农业中可以获得

的收入份额，而不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国家直接推动的调整产业结构都

要存疑。若国家只是做市场建设的基础工作，从而为具有市场敏感性的农户乃至工商资本响应市

场机会进入经济作物种植提供便利，则可能提高经济作物种植的效率，包括种植经济作物满足市

场需要的效率 ( 更快地满足市场需要) 。
如果国家不直接介入到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的市场稀缺情况就会通过价格传递到农业生产

者，农业生产者也就会通过进入或退出形成自发市场调节。一般来说，更有资本、更有风险意

识、更接近市场及更将农业作为主业的农户，会倾向种市场风险大的经济作物，农业企业也可能

进入，工商资本也可能进入。这是一个有激烈利益博弈的领域，可能收益巨大，也可能风险巨

大。在利益与风险上面，种植经济作物会形成一个市场均衡点。从当前中国耕地上用于种植经济

作物的播种面积上看，可能要占到全部耕地的 1 /5 稍强。多了就会有退出，少了就有进入。
而用于种粮的面积大约占到全部耕地面积的 4 /5 弱一点，全国耕地大约 70% 是用于生产粮

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也就有大约 70% 的农户主要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而这些主

要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者往往或尤其是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的中老年农民。
即使在全国大约 70%耕地上种粮的农户也并非只是生产而完全不考虑市场，他们应对市场

的方式相对不如经济作物种植者敏感，其中最典型的应对是通过复种指数来体现。粮价太低就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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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复种指数，粮价比较高就提高复种指数。当前农村普遍存在季节性抛荒，或者说农田复种指数

不高，是因为当前市场上粮食供应充足、粮价不高。一旦粮食短缺、粮价上涨，中国土地上还可

以大大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这个意义上讲，谁来养活中国至少在现阶段还不是问题。
这样一来，当前全国农户可以依据其种粮还是种菜区分为是响应市场型的农户还是自给自足

型的农户。全国绝大部分农户仍然是种粮的自给自足型农户，他们往往是家庭年轻劳动力进城务

工后留村务农的农户，这部分农户分享虽然不多但极其重要的粮食 GDP 收益。我们尤其应当保

护这部分粮食 GDP 的利益由仍然留村务农的农户分享，或者说，中国 70% 用于种粮的耕地仍然

应当由小农来经营，政府千万不能推动将粮田流转给大户来经营。若是那样，大量农民就会失去

收入与就业，“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就会瓦解，构成中国现代化基础的农村

这个稳定器也不复存在，后果也就会极为严重。
糟糕的是，当前政策的导向似乎恰恰是在推动农民土地向所谓新型经营主体流转。

四、农业经营主体问题

显然，小农户与大生产对接和大市场的对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也针对不同的农户。在实践

中却容易被混淆起来。
当前三农政策中，这种混淆被似是而非地表述为: 引导农户走向市场，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以

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两者都服务于农民增收致富。问题是，依前面的分析，中国绝大多数农户家

庭需要有留守务农的家庭成员依然从农业中获取农业收入与农业就业，他们离开农业和离开土

地，不仅对中国大多数农户而且对于国家来讲，都将是灾难性的。为了少数人增收致富，而让多

数人流离失所，这显然不是政策的本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位呢? 我们先从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说起。如前已述，小农户经营

土地规模小，地块分散，无论是机械化还是灌溉都很困难。在农村劳动力未大规模进城之前，农

业劳动力过剩，地块细碎分散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且在取消农业税前，村社可以通过收取共

同生产费为农户提供他们一家一户 “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的事务，地块细碎的弊

病被农民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所掩盖。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组织退出共同生产事务，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守中老年农民尤其需要通过将细碎分散土地集中连片以方便机械使用

和农作管理，包括灌溉。换句话说，当前留守中老年农民出现了种田难。这个种田难某种意义上

不是农户个体能解决的。
农户的种田难反映到国家变成了农民不愿种田，变成了农田抛荒。因此产生了 “谁来种田”

之问。谁来种田? 农民不愿种田了，就应当将农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愿意种田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那里，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种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合作

社、工商企业等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田，他们有技术、有资本、有与市场对接的能力，这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将是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养活中国的主力，因此就应当给这些主体

以支持，让他们代替农民种粮。一旦得到国家政策扶持，又有一定经营规模，还可以对接市场，

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可能增收致富。农民增收致富了，城乡差距也减少了。一举多得。
但这里面的问题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中老年农民，进城已无就业机会，

他们不再种田，他们可以干什么去? 这些中老年农民或一般小农，他们种田仅仅要求 “户均不

足十亩”的承包地连片，要求村社为他们提供基本的进行农业生产的公共服务。结果变成了政

府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流转他们的土地，替代了他们，而不是着力为他们解决种田的困难

( 即小农户与大生产对接的困难) 。
问题是，仅就种粮来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规模经营来代替小农并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因

为不可能比小农更加精耕细作。若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面向市场而转入种经济作物，这只可

能加剧经济作物生产的竞争，而无法持续。最终仍然要转而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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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粮上看，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扶持帮助目前小农户与大生产之间存在矛盾的小农，主

要是通过村庄力量允许农民调地以形成适应小农户生产要求的连片经营，同时帮助和支持一家一

户小农解决共同生产事务，这种支持也可以通过现存的村社组织进行，还可以通过现存的作用不

大但仍然有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使小农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率的农业生产，

从而让 9 亿农民可以从农业中分享收入与就业，以支持 “半工半耕”。二是对小农困难视而不

见，而通过推动小农土地向大户流转，甚至通过各种财政和政策支持大户，最终是小农破产。国

家支持的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替了小农，成为主要的粮食生产者。
在小农户与大生产存在矛盾的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十分重要。缺少政策支持，小农破

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政府支持下面种粮，但粮食产量不如小农。农业问题解决不了，农民问

题也会极其严重。
而如果政策支持帮助小农解决与大生产的矛盾，则粮食问题不是大问题，农民问题根本就不

会产生。遗憾的是，当前三农政策的方向都是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以扶持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国家将农业的希望寄托在新型农业主体上。这样一来必会产生严重的农民问题。
当前土地确权，目的就是要让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长期而稳定地流转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

去。这样一来，失去土地的农村中老年农民，他们到哪里去? 他们的家庭再生产会如何延续?

正如前述，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比较困难。恰恰生产粮食的农户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问题，

因为粮食是大宗农产品，价格稳定。真正存在与大市场对接的是种经济作物的农户，这些农户要

么离市场近，要么有极强的风险意识，敢于到市场上一博。这样的农户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小

农，也不是用“半工半耕”家庭中的中老年劳动力的带有强烈自给自足性质的农户，而是具有

企业家性质的农户。若没有政府支持的工商资本进入经济作物生产领域，这个领域中就会出现大

批这样一类企业家性质农户的致富增收，并引领那些具有冒险意识农户的跟进。若政府支持或不

反对工商资本进入经济作物生产，工商资本的进入会压缩这些企业家性质农户的空间，但可能提

高经济作物供给效率。
这些带有企业家性质的农户，他们成功了，会引领更多人进入，从而生产更多经济作物，市

场供给过剩，一些人亏本退出，最终形成均衡。但无论如何，这一部分具有冒险精神的农户只是

中国农民的少数，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不代表全国农民。
也就是说，在粮食生产领域推动规模经济，推动农民土地向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是

极端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中国种植粮食的土地应主要由小农来耕种，小农耕种既是粮食高

产的保证，又可以为 9 亿农民的大多数提供农业收入和农业就业。当前用于种粮食的土地是农民

的保障，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保障。国家现在是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小农在小块土地上耕种的权利和

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耕种的便利，而不是反过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打败他们。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打败不仅是直接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间接打败。当前小

农经济和老人农业之所以仍然还有生命力，是因为村社集体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仍然

在为小农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如果国家为了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而在财政和政策诸方

面打造与所谓新型主体相一致的服务体系，则这个新的体系就会替代过去的体系，过去小农仍然

可以获得的虽然不够好但多少还有的服务就可能完全丧失，他们因此更加难以完成农业生产，因

此不得不更快退出农业生产。① 这样问题就会十分严重。
此外还需要从社会结构方面考虑。在资本或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农村前，农村外出务

工不再种地的农户将承包地流转给仍然愿意留村种田的农民耕种，从而形成具有适度经营规模的

“中农”，加上农村仍然留守种自家承包地的中老年农民为主体的 “老人农业”，再加上其他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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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的留守农村老弱病残，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自发形成的中农，人数不

多，十分重要，他们是村庄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他们与农村其他人群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可以

生产出稳定秩序。反过来，如果农民的土地都流转给了外来规模经营主体，这些外来的经营主体

只关心种田赚钱，而与村庄留守老弱病残没有关系。之前可以通过流入进城村民土地从而可以达

到适度规模经营从而可以留在村庄的 “中农”，因为土地流转给了外来规模经营主体，而不再能

从村庄中获得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他们不得不进城去了。这样，在村庄中就形成了一个互不相

关的两个部分: 人数极少却占有全村绝大多数耕地的外来规模经营者，和人数众多不再种地的老

弱病残，这两个互不相关主体，相关的时候可能就是冲突，因为外来经营主体总是担忧村民偷盗

自己农产品，而整天无所事事又无法进城的老弱病残对这个外来的与自己几乎无关的规模经营主

体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感。尤其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无关，从而使村庄社会秩序无法得到如前

述“中农”一样力量的支撑。缺少秩序，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的衰败和进一步将农民生活推向

困境。

五、若干讨论

1． 关于均衡的问题

当前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了极大程度的市场化，这个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中有各种活跃

的经济主体，其中包括农户、农民工。农户又包括粮农和菜农。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源秉赋情

况在市场中做出自由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市场就会达到均衡。这个均衡应当是市场最有效配

置资源的基点。具体来讲，农民主要有以下两种选择，从而会形成相应的两种均衡: ( 1 ) 选择

留村务农还是进城务工; ( 2) 选择种粮还是种菜。
进城务工收入比较高时，就会有更多人进城务工，留村务农总人数减少，在农业总收入不变

的情况下，留村务农人员扩大了耕种面积，增加了农业收入。一直达到进城务工工资不再具有吸

引更多人进城务工的均衡点。注意，这里面，对不同的人来讲，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是不一样

的，或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处在均衡点附近的往往是中老年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进城务工已

无优势，收入不高，漂泊不定，支出不低，而务农收入虽然也不高，但生活安定，支出很少，他

们可能对城市务工工资具有远比青壮年劳动力高的敏感性。出现经济繁荣，城市劳动力短缺，就

有更多中年甚至老年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城市劳动力过剩，工资下降，这

些中老年劳动力首先被降低工资甚至裁员，他们也就返乡务农了。这样一个均衡点很重要，这是

典型的市场秩序。
留村务农的农户也在种粮还是种菜之间形成均衡。种粮泛指种大宗农产品，大宗农产品价格

稳定，种植技术成熟，与市场对接容易，风险比较小，收入也不高。种菜泛指种经济作物，风险

比较大，收入也可能比较高。种粮是保温饱，种菜则可能致富。
因为全国农产品消费需求相对稳定，无论是粮食还是经济作物，供过于求必价格下降，供不

应求必价格上涨。相对说来，因为粮食作物耐储存，且作为国家战备物质，由国家进行战备储

存，而可以通过国家力量调剂余缺从而保证粮价的相对稳定。经济作物保鲜要求高，难以储存，

也不是国家战备物质，其价格波动就比较剧烈。
当更多农户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种经济作物时，经济作物生产过剩，价格下降，因此有农户

( 当然首先是最弱小的农户) 退出。最终，在种粮和种菜之间会形成一个利益均衡点，种粮收入

少但收入稳定，种菜风险大但收益高。避险意识强的农户更多种粮，致富意愿强的农户种菜。离

市场近的农户更多种菜，离市场远的农户更多种粮，等等。总之，在均衡点附近的都是一些居于

中间位置对蔬菜价格反应敏感的农户和一些对市场反应不够便利的地区，通过这些农户的进入与

退出，而在农民种粮与种菜之间形成均衡，而在中国耕地中的哪些部分种粮或种菜，及多大比例

种粮或种菜之间形成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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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两种主要的均衡以外，还有一些补充性的均衡可以进一步细化考虑。比如，种菜需要

相对较多投入，收益可能比较大，甚至高于外出务工收入，因此会有外出务工赚钱的青壮年农民

返乡创业，发展种养业。种养业的投入越多，生产能力越大，种养业的供过于求就越可能发生，

因此就一定要挤出一些农户。到一定程度，种养业风险太高，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就不再发

生，种养业的投资进入与投资退出达到平衡，均衡点即告形成。
如果不只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进入种养业，而且资本也进入进来，资本进入就一定会产生挤

出效应，且一定是最缺乏市场优势及最缺少冒险精神和经营能力者首先被挤出去。种养总产出维

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值上。资本进入农业也是要获取平均利润的，若农业竞争过于激烈，利润少

而风险大，资本就会退出，反之则进入。资本进入与退出往往与政府的政策扶持、财政支持力度

关系极大。
粮食生产也存在均衡问题。虽然粮价相对稳定，但粮价受很多因素影响，最终还是受国家储

备情况的影响。粮食生产太多，国家粮库装无可装时，国家就缺少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引导性

粮价，农户因为粮价缺少吸引力而降低复种指数。一旦国家感到粮食生产太少，可能影响战略储

备，就会鼓励粮食生产，农户就可能提高复种指数，且带动更加愿意避险逐利的菜农转为粮农。
这当然又会带动蔬菜供给不足和菜价上涨，从而形成新一轮调整以达到均衡。

之所以当前粮食市场上会有如此均衡，前提当然是当前中国土地仍然具有极强的粮食生产能

力。注意，粮食生产能力而不是生产多少粮食是粮食安全的实质。中国当前粮食安全无虞，原因

就是粮食生产潜力巨大。在复种指数不高的情况下，中国农民生产的粮食就已装满了国家的粮食

战略储备仓库。
正是以上均衡使中国市场体系可以发挥极大作用来最有效率配置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当

前中国是世界上极少能让市场体系充分发挥此方面资源配置作用的国家。从社会结构上讲就是中

国社会目前仍然没有形成强大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社会结构具有极大弹性，从制度安排上看，中

国当前的政策为具有活力的市场提供了基础性制度安排。在中国发展的当前阶段，中国走出中等

收入陷阱的“制度红利”正源于此。我们应当保护这样一种均衡，再保护 20 年，中国经济结构

就可能彻底改造，中国崛起就有望实现了。
2． 市场秩序还是政府干预

上面简单勾勒出一幅市场配置资源的秩序图。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做的事情有二，一是为市

场提供基础性的支持，包括市场硬件软件建设等，但政府不应当直接扶持某一类型市场主体，因

为这种扶持对其他市场主体就是挤出，这不公平且无效率; 二是对市场失败者进行安抚，包括为

了保护农民利益，可以对资本下乡提出限制性政策，对市场风险进行评估，为所有人提供底线保

护。当前以及一直以来，国家试图通过政策和财政支持让农民致富，这既不可能，又无效率，还

不公平。
3． 耕地: 致富、保障还是退路

不同的人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对于希望通过投资农业、经营农业的人来讲，土地是致

富的手段，一直以来，国家也一直通过政策甚至财政支持，试图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和调整产

业结构让农民致富。但如前述，无论可以找到多少农民通过调结构与扩规模的致富案例，都因为

存在挤出效应，使这样的案例只可能是个案，从宏观上讲都是没有意义的。
宏观上没有意义，并非是说微观上就没有人去实践及就没有人因为种田而致富。各种经营农

甚至资本也下乡来务农以获取收益。
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

业变成老人农业，土地因此具有明显的保障性质，是缺少进城机会中老年农民获取农业收入与农

业就业的基本手段。
土地也是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正是有自家承包地，进城失败农民就不愿不体面地呆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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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中。如前面所讲，农民在务工与务农之间具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在进城与返乡之间，在充

分农业就业与不充分农业就业之间，在贫民窟与农村之间进行选择，并形成市场性的均衡。国家

的新农村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和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从而可以将城市政治社会风险分散到农村，

同时让农民有一个可以在熟人社会体面生活的期待。
总体来讲，既然仍然存在完善的市场机制，农民要致富，就应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国家要做

的事情是要让所有缺少进城务工机会的农村中老年农民仍然可以从土地上获得农业收入与农业就

业，土地仍然是绝大多数农民家庭获得收入和体面生活的基础，也是村庄生活的基础。土地因此

更多应看作农民的保障，国家应当通过政策来支持保证这个保障的可靠。同时，土地是进城失败

农民的退路。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出路，这是一个不用多讲的道理。
4． 小结

以上讨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在当前中国仍然具有完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情况下，该归市场

的就归市场，该归国家的就归国家。政府千万不要去代市场行事，同时又不能放弃自己责任。增

收致富是作为市场主体的每个农户的本能，他们不用政府教，就会且有能力会寻找任何一个可能

的市场机会。政府同时又必须考虑全国九亿农民的出路，无论是缺少进城务工机会而不得不依托

农业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越来越差的小农，还是进城失败需要返乡的农民工。这是农民的

底线。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保持社会公平的底线，让大多数人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结 语

从农业政策上讲，依以上讨论可以总结为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保障基本权利，尤其是保护中

国最大多数农民维持体面生活底线的权利，包括进城农民工的返乡权和仍然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

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权利; 二是维护市场秩序，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充分发挥作

用，从而有效配置资源。
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显然主要不是农业问题，更非粮食问题，也不是农民致富的问题，而是

9 亿农民的基本保障问题，9 亿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可以获得基本的体面生活基础的问题。
从全世界经验来看，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农民大规模不可逆进城的结果几乎没有例外地都

是，农民在城市无法获得体面安全的稳定就业与较高收入，从而沦落到了城市贫民窟中。① 城市

贫民窟的生活质量与治理状况远远不如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巨大城市贫民窟成为放大经济周期

及任何不稳定因素的结构性力量，结果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政治不稳定，从而落入到

中等收入陷阱走不出来。
中国小农经济不仅具有极高的粮食生产能力，从而可以保证粮食安全，而且不排斥具有经营

热情和致富野心的农民乃至工商资本到具有风险的经济作物领域种地，从而为中国提供了十分丰

富的果蔬产品。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相当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使全国农村的农民家庭都形成了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或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这一模式不仅降低劳动力再生

产的成本，而且为缺少进城务工就业能力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农业收入和农业就业，为进城失败

的农民提供了返乡的保障，为中国最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失败的最为庞大的群体提供了不高却也

不错的底线生存条件，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
稳定的小农经济、弹性的社会结构，不仅为 “中国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助力，而

且可以让国家有能力通过实施国家战略将 “中国制造”所获剩余输送到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

形成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从而使中国在未来真正崛起。既然当前中国三农政策最重要的是要

解决农民问题，三农政策就一定要回应 9 亿小农的需要。其中当然最重要的是粮农的需要。
对于粮农来讲，这部分农民种全国 70% 的耕地，占全国农民的绝大多数，耕种土地面积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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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温铁军、温厉《中国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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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块分散，有众多一家一户 “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共同生产事务，需要有

自上而下的社会化服务帮助。这些帮助的核心不是要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而是解决小

农户与大生产的对接难题。
站在小农立场上看，国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对接难题，具体办法则是

真正了解理解小农需要，而不再是抽象讲农民致富、土地确权、土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要立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村土地仍然要由小农耕种、即使进城农民工的大多数也与小农有千

丝万缕联系的现实，为小农提供服务。
具体地，当前小农最需要的是适应农村人地分离和技术进步要求进行方便农业生产的土地连

片耕作，及为小农生产提供他们无法独自解决的公共服务。这都离不开强化当前村社集体建设和

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建设。
当前中央自上而下的资源转移首先应当转移到为小农服务的村社组织建设上来和自上而下的

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建设上来，而不是所谓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以及所谓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我们

一定要记得，在未来二三十年，三农政策的重心只能是农民问题而不应当是单纯的农业问题。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Problem of Agriculture or Problem of Peasant?
He Xuefeng

Abstract: Sannong Policy should focus on peasant rather than agriculture． The structure of‘half
labor and half peasant’based on intergenerational labor division is a key system which supports Chinese
economy． It reduces the cost of reproduction of labor，provides basic income and employment from
agriculture for peasants unable to get urban employed，and guarantees those who fail in the city and have
to return． In this way，it creates a baseline of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massive group most likely to fail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and surely becomes a stabilizer and tank for China． Ｒesearchers often
confuse the concept of‘peasants to large-scale production’and the concept of‘peasants to large-scale
market’，and accordingly，current Sannong Policy is paradoxically expressed as follows: guide peasants
to the market，and prompt rural land trading to form moderate production． As peasant is the key of
Sannnong Problem，Sannong Policy should not tend to the so-calle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In order to keep resili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stable peasant economy，the
focus of Sannnong Policy should be revers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ervice system and villag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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